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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马丽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既是黔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解读该制作群体文化符码的

“钥匙”。采用对民间工艺文化基因的分类方法，探究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形态特征，从多个角度剖析影响其形

成的因素，发掘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受自然条件、制作群体的原始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

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所呈现出的独特基因形态，有助于充分展现黔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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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ltural Gen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nti-dyeing
Technology of Minority in South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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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anti-dyeing technolog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 Guizhou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gen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 Guizhou, but also the "key"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codes of this technology

groups. Based on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n folk craft culture gen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genes of the anti-dyeing technolog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 Guizhou,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factors from

multiple angles. I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anti-dyeing technolog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 Guizhou a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conditions, primitive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is technology

groups, and the multi-ethnic culture blending, etc., which are conducive to fully reveal their special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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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位于贵州

省南部，州内居住着汉族、布依族、苗族、水族、毛南族

等37个民族，文化习俗具有典型的多元性特征。多元

的民族文化基因“在民族原始崇拜与自然生存法则驱

动下，实现稳定的遗传表达，衍生出传统村寨、民族建

筑、手工技艺等多样化的文化遗产”[1]，防染工艺便是

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手工技艺，其文化基因特征鲜

明，不仅蕴含了黔南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信息，也彰显出

黔南特有的地域造物风范。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以生物进化类比

文化进化，提出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播或模仿的单位”[2]。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引入了此观念，将文化基因理

论介入民族艺术研究之中，把“在一定民族艺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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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具有某种稳定性、继承性、典型性的基本因素，

定义为民族艺术的基因”[3]，并从结构上将文化基因分

为“显性”和“隐性”2种形式。

民族艺术具有一定的共性，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

艺同样存在可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基因。“‘显性基因’涉

及形制、图案纹样、色彩搭配、材料及工具等，对应物质

文化；‘隐性基因’则涉及工艺的造物思维、工匠精神、

技艺规范和价值信念等，对应精神文化”[4]。这些基因

也成为决定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艺术特征和文化内

涵的重要元素，在防染工艺中得到具体反映。文中通

过梳理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特征及剖析

其成因，力求目前针对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研究只

注重表象的，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黔南少数民族的防

染工艺文化。

一、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资源的分布

所谓防染工艺，是指在纤维织物上以防染剂绘制，

或用绳线捆扎，再经染色而获得图案呈现的印花工艺，

其与拔染印花、机器印花共同构成了印染工艺的三大

形式。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是对分布在黔南地区的

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制作群体的蜡染、枫香染、豆浆

染、粘膏染、扎染等工艺的统称。防染工艺具有历史

悠久、种类多样的特点，广泛分布于苗族、布依族、水族

和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呈现出丰富的类型和多彩

的面貌。

蜡染工艺在黔南分布较广，以三都县为中心，集中

于拉揽、打鱼、巫塘、苗龙等白领苗聚集的村寨，是女性

服饰重要的装饰手段。在龙里、贵定、福泉地区聚居的

小花苗用蜡染装饰百褶裙、头帕、被面等生活用品，这

种风俗延续至今。惠水县鸭绒地区的苗族也擅画蜡

染，主要用来装饰背带和女性服饰。

其他如豆浆染主要集中于三都县中和、九阡等水

族聚居地，粘膏染工艺则以荔波的瑶族为主要制作群

体，分布于瑶山乡的拉片、董蒙等瑶族村寨。长顺和罗

甸两地的防染工艺以布依族扎染为代表，多用于装扮

头帕、床单。

此外，在惠水县雅水镇小岩脚布依族村寨还有以

男性为主要制作群体的枫香染工艺，是黔南非常具有

地域特色的防染工艺之一。上述黔南少数民族的各种

防染工艺，已分别被收录到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之中。

二、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基本特征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根植于该区域各民族的日

常生活之中，在长期的发展中自觉构建出了黔南少数

民族防染工艺的精神命脉，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

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多元的民族性特征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是黔南地区多个民族共有

的手工技艺，基本涵盖了贵州所有的防染工艺类型。

相同的地域环境和防染原理使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

文化基因具有普遍的共性特征，但受不同制作群体文

化背景的影响，在共性之中又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呈

现出以各自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性特征。这

一特征主要表现在防染方式、风格呈现及图案内涵等

几个方面。

材料和工具是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显性基因的

组成部分，各族防染工艺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材料，促使

防染制品呈现出多样的风格。三都白领苗用3张铜片

制成的扇形蜡刀蘸取蜂蜡绘制图案，线条粗细均匀，图

案粗犷豪放，但因蜂蜡较脆易断裂，因此蜡染图案常伴

有“冰裂纹”；水族用黄豆浆做防染剂，以花版漏印的方

式制作防染印花，图案整齐规律，风格与江南蓝印花布

有异曲同工之处；荔波瑶族以粘膏树脂做防染材料，用

单片的三角形蜡刀做绘制工具，线条纤细，图案工整。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

极细……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

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瑶人若也”[5]。瑶族防

染图案的精细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共性特征之外，在同一民族内部，防染工艺文

化基因的外部表征也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如惠水

的布依族以枫香树脂做防染剂，以毛笔为绘制工具，图

案线条富于变化，色彩上善用套色染，颜色有深浅层

次，传承方式以家族传承为主；罗甸和长顺的布依族擅

长扎染，常用单色染，传承方式以地域传承为主。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的制作群体涵盖水族、苗

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出

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性的民族图案，这些图案不仅具

有“显性基因”独特的外在形式，也蕴含了“隐性基因”

丰富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观念，有效地丰富了黔南少数

民族防染工艺的文化面貌。

（二）稳定的传承性特征

传统社会时期封闭的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

为黔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一定历史

时期内获得长期、稳定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防染工艺作

为一种民俗事象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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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形制、工艺标准、图案禁忌及应用场域等方面也保

持了相对稳定的文化表征。

由于防染工艺应用广泛，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服

饰的局部装饰，其次是用来装点被面、床单、包帕、背儿

带等日常生活用品，因此，在形制方面长期保持着二维

平面的形态。同时，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是“以农耕

社会性质、自然经济背景为基础的，在传承祖辈或前辈

技艺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而形成的手工艺”[6]。

正如《考工记》所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

之工”[7]。制作群体在漫长的实践积累过程中对防染

工艺的制作流程、防染材料的应用及防染图案的表达

等方面逐渐形成规范，并成为不可随意更改的工艺标

准，世代遵循。如惠水布依族认为龙和虎是不祥之兆，

因此，尽管枫香染图案题材丰富多样，却几乎没有龙和

虎的图案；再如白领苗服饰上的“涡旋纹”、瑶族背牌上

的“大回纹”等图案，其结构、用途、装饰位置、象征性等

在族群内部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复制与传播，并通过

代代的口传心授延续至今，形成了非常固定的应用方

式，从不轻易改动。

（三）适时的变异性特征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在持续性的历史

演进中，为了实现更好地传承与传播，通过不断地吸

收、融合、创新，发展出与时俱进的文化因子，表现出适

时的变异性特征，多维度地体现在防染织物、图案主题

等外部基因结构要素中。

由于工业生产织物的大量出现，弱化了黔南少数

民族防染工艺对传统手工织物的依赖，所用织物从最

初以自纺自织的传统手织布为主，逐渐演变为手织布

与机织布共用的局面，防染制品的宽幅也因此产生改

变。在对面料进行砑光处理的环节中，部分地区改变

了传统的手工砑光模式，机器的介入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也使防染工艺在制作环节中出现了顺应时代发

展的新要素。

在防染图案方面，由于受铜鼓在西南少数民族心

中具有超然地位的影响，贵州早期的防染图案处处显

露出铜鼓纹的痕迹。宋代《溪蛮丛笑》有云：“溪洞爱铜

鼓甚于金玉，模取鼓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

点蜡幔”[8]；清代《续黔书》载：“顺水斑，盖模取铜鼓文，

以蜡刻板印布者，出独山州烂土司”[9]。文中所言的独

山州于明代弘治年间设置，隶属于都匀府，可见黔南早

期的防染图案与铜鼓纹之间所存在的深厚渊源。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防染图案的主题也出现了顺应时代

的变化。清代末期防染图案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寿”字

纹、“盘长纹”“卍”字纹，弱化了铜鼓纹的主体地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花鸟鱼虫等世俗纹样的大量

出现，使防染图案彻底跳出了对铜鼓纹的描摹。近年

来，长顺县代化镇布依族的扎染头帕上甚至出现了英

文单词的元素，打破了长久以来以花鸟鱼虫为主要装

饰图案的传统样式。这种在时代更迭中改变图案最初

面貌的现象，使其文化基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呈

现出适时的变异性特征。

三、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特征成因

分析

“任何造物艺术都有其发生的背景，都会因自然条

件和人文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特征”[10]。黔南少

数民族防染工艺是与当地多民族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

民间造物艺术，其文化基因特征的形成必然是以黔南

的地域文化为背景，在多种因素潜移默化之下，经过长

时间的积淀最终形成。

（一）自然生态条件的影响

自然生态对手工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主导

作用，在传统社会时期，手工艺的发展只能最大限度地

依附于自然馈赠的物质材料。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

得以繁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材料的存在。天

然材料与风土气候促进了特殊乡土工艺的生长”[11]，也

为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形成创造了先决

条件。

贵州优越的自然生态非常适宜农林的生长，历史

上曾是我国染料的主产区，尤其是蓝草的种植，已形成

一定规模，目前国内染色用的蓝靛染料多出自贵州。

黔南地处贵州中南部，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植被

繁茂，分布了多种可用于提取色素的植物及可用作防

染剂的枫香树、粘膏树、松树等树木。清代贵州方志

《黔南识略》中对当时隶属于都匀府的麻哈州、清平县、

荔波县等地出产棉花、蓝靛等均有记载。布依族古歌

《造万物》也有词：“山上有种草，名字叫蓝靛，草放水凼

里，水变蓝茵茵。采来蓝靛草，泡在水缸里，等水变蓝

色，拿来染布匹。”蓝靛染色的应用不仅决定了黔南防

染工艺制作群体服饰颜色的基调，同时也使青色、蓝色

成为防染工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色彩。

黔南的自然生态条件是当地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

化基因产生的起点，这些本土材料在客观上为防染工

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们在长期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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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充分掌握了本土的自然物性，就地取材，因材施

艺，创造出灿烂的防染工艺文化。

另一方面，黔南的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生产结

构以传统农耕劳动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黔南识略》

载，黔南的少数民族“妇性勤于男，耕作之暇，即务纺

织”[12]。为满足生活需要，人们自己植麻种棉，纺纱织

布，因此形成了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纺织工艺

不仅满足了该区域各族人民必要的物质需求，也为防

染工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黔南的农耕文化为防染图案提供了大量的

素材来源，对各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形成产生了深

远影响。布依族、水族依水而居，稻作渔耕，产生了“四

季田地纹”“蕨草纹”“倒钩藤”“谷粒纹”等经典图案，代

代相传，体现出民族特色显著的物质资料生产和思想

意识的传递。综上所述，黔南山地农业的生产结构决

定了当地各民族手工业生产的内容和方式，深刻影响

了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面貌特征。

（二）原始崇拜观念的影响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以苗、瑶、水、布依等民族

为主要制作群体，不同民族、不同的人文环境丰富了防

染工艺的外部表征和文化内涵。其中，多元原始崇拜

观念是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特征形成的重

要促进要素。

分布于黔南的各少数民族基本都有过迁徙的经

历，生存意识强烈，渴望受到神灵或祖先的庇佑，因此

形成了具有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凝聚力的原始崇拜观

念，并通过各种载体进行表达，防染工艺便是其中的重

要载体之一。“枫香染并未完全退出人们的视线，可能

的原因是其宗教的意义使然，因为古老的枫香树在少

数民族地区被视为神树，视为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的

对象。用枫香树汁制染日用纺织品，自然可以得到祖

先的庇佑”[13]。布依族对枫香树的崇拜使其防染工艺

文化基因具有了宗教与实用的双重性质,是意识形态

反作用于社会生产的具体体现。而瑶族、水族、苗族等

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观念也对防染工艺产生影响，促

使其文化基因多样化形态的形成，在图案纹样上的影

响最为明显。

黔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观念为防染图案提供了

丰富的母题来源，大量的防染图案反映出少数民族图

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一系列原始宗教观念的

文化因子，丰富了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形式和内容。

如布依族和水族作为百越族系的后裔，都有以“鱼”作

为图腾崇拜的历史，因此，在布依族和水族的防染图案

中，鱼是最常见的主题，其装饰造型也因防染手段的不

同呈现出多样化。“万物有灵”的崇拜观念又使布依族、

水族防染工艺衍生出水波纹、点状纹、太阳纹、齿形纹

等大量充满多神崇拜意味的图案样式。

此外，水族的防染制品中还常出现以龙为主题的

“二龙戏珠”图案，与水族早期的龙图腾崇拜有关。苗

族古歌中关于蝴蝶妈妈的传说，折射出苗族以蝴蝶为

图腾的崇拜观念，因而蝴蝶图案成为了苗族蜡染中最

具身份识别特质的基因符号。

除图腾崇拜之外，祖先崇拜也对防染图案产生了

深远影响，如三都白领苗蜡染服饰背部的“涡旋纹”（见

图1）和荔波瑶族背牌上的“大回纹”（见图2）是2个民

族反映祖先崇拜的符号，一圆一方的2个图案，在世代

传承中成为 2个族群最有代表性的“族徽”，其精神象

征性已远远大于审美性和实用性。

可见，黔南各族防染工艺在自身特有的原始崇拜

观念的作用下，生成了大量具有强烈精神指向意味的

图1 三都苗族蜡染“涡旋纹”图案 图2 荔波瑶族蜡染“大回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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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子，从根本上丰富了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的外部

表征及其所传递出的精神象征。

（三）民俗需求的影响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与民俗文化有着

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制作群体

的经验性积累，同时还因民俗需求而不断延续。基于

小农经济所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以母女、师徒间的代

际传承为主要传播方式的防染风俗，形成了制作群体

共同的生产经验和共有的民俗文化。以长顺天星洞崖

出土的蜡染百褶裙为依据，可推测黔南地区最迟在宋

代就已拥有高超的防染工艺，说明其风俗历史至少已

有千年之久。

作为表达制作群体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载

体之一，尽管当下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但在黔南少数民

族传统节日及生老病死等重要的人生时刻，防染制品

的重要性仍然不可替代。从新生命诞生伊始，祖辈为

其准备的蜡染包被，到母亲背上的背儿带；从男女恋爱

赠送的定情信物，到女儿出嫁时的嫁妆；从盛大节日中

的盛装，到老人寿终时的殡葬用品，不同的防染制品有

着其不同的民俗文化功能，防染工艺也在这些重要的

人生礼仪时刻形成了稳定的民俗文化基因，成为少数

民族“表征民族身份，构建民族认同，突显民族文化基

因的主要来源”[14]，也有效加固了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

艺文化基因传播的稳定性。

以黔南少数民族的“葬俗”用品为例，瑶族的丧礼

中，无论男女都要用粘膏染绘制的带有“回纹”的背牌

盖脸殉葬，认为这样逝者的灵魂就能返回故地与祖先

重聚；三都白领苗在老人去世后会将绘满“梨花出芽

纹”的蜡染寿被盖在逝者身上，寓意生命轮回；惠水布

依族在老人去世后，要将画有铜鼓纹的枫香染被面盖

在老人身上，以示逝者身份尊贵受人尊敬；惠水鸭寨的

苗族女性在去世时要穿用枫香染绘制的“卍”字纹“老

裙”下葬，以此走完人生仪礼的最后一程。这种地域

性、群体性的葬俗习惯是黔南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一

种共同意识和共同心态，尽管多种因素导致传统防染

工艺的发展出现式微的窘境，但基于民俗需求的影响，

防染制品仍然在黔南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发挥

重要作用，为防染工艺文化基因有限度地持续传播创

造空间。

（四）文化交融的影响

黔南少数民族长久以来，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

分布格局，各民族交错杂居加上通婚范围的逐渐扩大，

打破了民族之间的边界，使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形

成相互借鉴兼容并蓄的发展局面，为少数民族防染工

艺文化基因的流变创造了条件。受各民族文化相互交

融的影响，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也逐渐发

生变化并衍生出新的样貌。

从明朝开始，汉族逐渐进入贵州，历史上的3次汉

族入黔高峰，促使贵州的汉族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相对

发达的汉文化对黔南各族文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

响，使该区域各族防染图案在图式、结构、寓意等方面

充分吸收汉族的图案元素，如布依族是受汉文化影响

最大的少数民族，其防染图案中对“凤”“鱼”“鸟”等动

物造型的表现手法与汉族民间图案极为相似，在图案

形式和寓意上均显露出汉文化的痕迹；“双凤朝阳”“凤

穿牡丹”“喜鹊登梅”等汉族吉祥图案已成为惠水布依

族婚嫁用品的主要图式；口衔莲花的鹭鸟图案也与汉

族传统纹样“一路连科”寓意相通；枫香染中的经典图

案“大瓶花”则借用了汉族吉祥图案的表现手法，用牡

丹和花瓶寓意“富贵平安”，体现了趋吉避凶的心理诉

求。在苗族防染图案中，还出现了大量“寿”字纹和汉

字填充的图案样式，部分动植物形象逐渐汉化，愈发写

实。此外，汉族吉祥图案中常用的石榴、蝙蝠、桃子、牡

丹、荷花等也常为苗族蜡染图案所用，成为在汉文化浸

润下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的新图式。

在各民族之间，也出现诸多因文化交融促进防染

图案产生变化的现象。水族、苗族长期的杂居促使 2

个民族在生活习俗及防染文化上出现了相似性，如两

个民族早期的床单、被面等生活用品的主题、造型、构

图等图案表现形式如出一辙，几乎难以区分各自的族

群归属，这也成为水族、苗族文化深度交融的表征。

不难看出，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在其历时性的

发展进程中，基于各族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使得防

染工艺出现了新的“转基因”样式，这既是文化交流的

结果，也是黔南各少数民族与时俱进的选择。

四、结语

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是生活于此的各

民族文化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制作群体的生产

生活、民族历史和精神需求息息相关，不仅具有“显性

基因”多样的物质表现形式，更有“隐性基因”丰富的民

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究其成因，一方面是黔南少数民

族对自然风物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是各族

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及风俗习惯、崇拜信仰持续性传

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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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基因特征与人

们的生产劳作和原始宗教观念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

发展，各族间文化交融的影响更加深远，文化基因也表

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化基因

都是深嵌在黔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中的核心要素，决

定着防染工艺传承、发展及衍变、转化的走向，既不断

塑造着黔南各少数民族防染工艺独特的艺术特征，也

极大丰富了黔南各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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